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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辩证极性思维到辩证逻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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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有人总结中国现代哲学，揭示了这是一个告别黑格尔辩证极性思维的过程。首先怀疑黑格尔的是张中晓。而后来的年轻学者虽想突破，但并不了解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

于是思辩方法和辩证发展原理不能兼容：表现在方法论上，坚持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形而上学；要么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刘晓波在80年代写过“形而上学的迷雾”）。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否则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根本（民间哲学界有提出“一分为三”，笔者之一在1986年曾主编《自然论纲》将辩证逻辑范畴按“存在”——“联系”——“运动”——“变化”——“发展” 五类20多组三分法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公开出版于延边大学）。坚持后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这在世界范围的当代西方哲学中找例子就可以找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要在体系的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这样发展的内在大火就已经把思辩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在我们已有的哲学教科书中，有人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概括为一二三四五（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或两付对子、三大规律、四个观点<物质记、运动记、时空观、意识观>五对范畴），而五对范畴的“现象和本质”解释了整个认识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演绎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决定论。

如果抓住了这个逻辑体系的自我悖论，将使探索者走向整个精神崩溃。难道我们只能走折中、中庸之道吗？事实上，历来，在我国辩证逻辑是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种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李泽厚请出康德，避开黑格尔，用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代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路线，是想拯求被黑格尔总体必然所掩没的主体性——先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自然来理解主体性，并综合康德的“自我意识”、“先验形式”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而构成其主体性。他进而在美学上明确地将哲学上的偶然性与具体生存的人联系起来：“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而上学观念的控制支配”。但李没有真正摆脱极性思维的对立，又陷入到折中、主次的变换。首先，他由必然与偶然的二元对峙走出再度以历史总体压抑、否弃个体，对我的湮没和牺牲并不动情；其次，他没有注意到必然性理论的复杂性，使个体无可逃避地做一个“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第三，由于没有否定终极目的，必然规律，李没有摆脱乌托邦情结，只不过由黑格尔式的理性王国转变为审美乌托邦的未来取向。

如果说张有勇气，李有敏感，那么真正有胆识的是王元化，他从批判知性（感生——知性——理性）改造辩证极性思维到质疑辩证逻辑总体，应该说他是以抓知性为突破口的，他是学术大家，经过他的挖掘，使我们认识到顾准才是清理终极目标的思想家。

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与人的主体性

——相互作用的现代科学实践

1、根据社会实践从头思考“终极目的”

思考有两个维度：一是“终极目的”论的起源，二是“终极目的论”的后果。通过这一思考，顾准彻底清理了革命的思想遗产，彻底反省了中国黑格尔主义（辩证极性思维）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完成了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革命就是把唯理主义（辩证极性思维）推进到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实践。

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以培根式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辩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辩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

根据历史，根据归纳法，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

波普尔说：“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

在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持和最后依据。

革命必须设定“终极目的”，这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以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间过程和部分目标都当作手段，清洗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顾准文集》P72）顾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顾准文集》P74）

只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才能开出哲学多元论和政治民主的新格局。——超越五四精神，重新提出建基于科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不断的进步取代“终极目的”，以经验归纳取代唯理演绎，以多元民主代替一元专制。这将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

顾准批判的是，在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仍然供奉着“终极目的”的信仰，就会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成政治专制主义。

但肯定革命中的“终极目的”而否认革命后的“终极目的”，这中间必然有矛盾。

郭沫若等曾为中国历史设定了目的，这就是黎澍后来指明的“在全世界都可以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能在中国实现”。

2、实践观的两次深入

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引起哲学的大革命后，在20世纪还有两次实践观的深入：

① 物理实在观的变革和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1]

操作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大动荡、大革命而又伴随着“信仰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

布里奇曼认为，一切科学的概念基础，既不在于先验逻辑，也不在于常识意义下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于实验室的测量操作。他认为，那种把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客观存在”概念（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对象概念化为不依赖于仪器或观察方法的存在”），引入到与常识不相同的情况，常常想当然地以为物理学描述的对象必定是一种不依赖于观测方式的存在，正是造成科学中的大错的根子。

“物理客体（物理认识的客体）——认识条件——观察者（研究者）”这个公式作为客体同主体的辩证法的一种可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物理学实验中所形成的认识论的状况下得到实现的。在这个公式里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中介物的“认识条件”，既包括测量仪器、参考系统这种实验方面的认识条件，又包括原有的科学知识这种理论方面的认识条件，后者渗透于前者。在这种实践观下，作为认识对象的“物理实在”必然与认识条件、认识手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象的形成，对物理客体的认识，需要以主体的对象活动为前提，因此它表现出对于认识手段、方式的依赖性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人们才能摆脱极性思维的方式，而走上辩证逻辑的生态系统。

② 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的实践观（历时实验）

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不同意他的老师卡尔·波普尔所阐述的“科学统一性原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英文版P130）认为测不准原理同社会科学类比是致人迷误的：在社会科学中，不确定性（不可确定性）是由参与者引起的。参与者所面对的情境受到其本身的决策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构成了这类情境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或看成一种特殊事实，或当作某种不同于事实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相比，社会科学观察的对象就要复杂得多。索罗斯的金融实验，比布里奇曼的操作实验就要进入一个更新的层次。

索罗斯的新层次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幻想是提出一种反身性理论的通论，来解释80年代的大萧条，一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30年代大萧条一样，然而事实是大萧条并未发生，所以我也就没有提出通论”（[2]P11）索罗斯能做到的，不过是有了一种能解释目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态的方法，原因是反身性过程无法以自然科学方式来解释和预言，他想发展另外的方法，还仅仅作为发现过程的一部分。

索罗斯的金融实验使人想到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著述中的一句话：“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又引用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像气象预报，预测必然有错。即使最高层完全清楚预测不准确，但为了提供计划所需数据，他仍然需要预测。这就出现了如下情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所做的中长期预测，每隔几个月就不得不进行修正。这就验证了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论的。更有甚者，弗兰克·哈恩干脆反对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科学，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而且很虚伪。这样的说法只讲出了一点，即对经济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超出了人类的能力限度，就像索罗斯初步完成的反身性理论模型难以承担如此预测重任。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得更突出，索罗斯虽然继承了海森伯和波普尔的思路，但他更强调参与者思维所引入的不确定因素是自然科学中见不到的。

经济学家“屡错屡测”，如果要找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希望凭借预测来进入各类决策者的预期，进而对未来经济进程施加某种程度影响的动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接受他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乐观或悲观预测，并贯彻到具体政策或投资规划中，最终后果就有可能与他的预测相符合。

索罗斯的金融实践，使他把预测者和投资入股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实践及其科学哲学解释联系起来。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将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描绘成“测不准”（原理），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则用“俄狄浦斯效应”，也就是“预测的自我实现”来命名之。但更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索罗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的思维在实质上同其确定对象是分隔的。科学家只能通过其行为——而不是思想来影响研究的对象，金融实践不同。“在人类的行为表现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显示出不同于那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现象的特征：决策的过程。决策是以对情境的不完备的理解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上，如何设想由普遍有效规律所联系的初始态和最终态呢？参与者的思维是应当包含于这些状态之中，还是应当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这些状态就无法适用科学观察，因为所观察到的只能是参与者的思维效应，而不是过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维且只承认它的效应作为证据，就会在破坏科学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给定的一组状态之前或之后出现可重复的一组状态，即参与者的思维介入事件的发生过程和次序，但在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之间却缺乏对应”。（[2]P15）

索罗斯的金融实践还强调了参与者从负面上对其研究对象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自然现象领域中，科学方法只有当其理论证据确凿时才是有效的；而在社会、政治、经济事件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炼金术作为自然科学失败了，社会科学作为炼金术倒有可能取得成功。”（[2]P14）

三、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生态群落——殷海光·黄展骥·张建军的符号系统

能不能把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找出一条清晰的、有代表性的主线，我们试作一点历史叙述。首先要谈到殷海光。

殷海光是中国现代逻辑学家、哲学家，他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大力宣传、普及逻辑知识，对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逻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大陆曾受苏联影响较深，对形式逻辑不重视，又教条地推行辩证逻辑，因此，殷海光的逻辑思想并未直接在大陆得到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否经由他的学生黄展骥和他逻辑理念的敬仰者张建军联手研究逻辑悖论，而在跨世纪的时段，才在大陆逻辑学界传扬开来。

有人介绍：“哲学家殷海光（一九一九—— 一九六九）是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宣传家，是逻辑学家金岳霖和佛学家熊十力的学生，对现代数理逻辑和古代印度佛家逻辑（因明）都有相当的了解。可是，他在其名著《逻辑新引》里，却认为全部印度逻辑可以用佛家的因明括尽，而因明则是‘宗教思想的附产品’，与现代数理逻辑学‘在内容上并不相同’，为使学问严谨计，不妨将其从真正的逻辑学中请出去（《逻辑新引》，104—105页，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七年重印本）”。（[3]第151页）

殷海光没有料到印度逻辑在陈那身后，在佛家内外出现新发展：古印度逻辑学派独立发现了现代数理逻辑学的一些原理，并且他们从哲学观点上更接近殷海光推崇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思想。甚至如今用数理逻辑学、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方法比较研究古代印度的逻辑学派已成为一门很发达的学问。现在学术形势表明，古印度逻辑学派已被看成是发展出与现代数理逻辑学有同样性质的形式逻辑学。

与古代印度不同，在现代中国发展逻辑另有特点：他的学生黄展骥通过30多年自然语言的谬误分析、批判性思维提升到一个重要地位。这种研究不局限于语形谬误，更关注语义谬误尤其是语用谬误。这是广义的“大逻辑”，而非演绎中心主义的狭义“小逻辑”。因为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远不能有效地分析谬误，由于形式逻辑自身未够完善，要以“谬误学”作为重要补充，在二者互动的发展中提倡和改进（广义的）逻辑。用“舍繁取简”、“返朴归真”的元方法将历史上著名悖论进行概括；用新的谬误学方法把人们从“第三次数学危机”中解救出来；用“现实矛盾”新概念悟出逻辑矛盾与现实矛盾的互补关系，调解辩证派与“形式逻辑派”纷争；以中国类比逻辑形式面对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走进寻常百姓家。[4]

正面发展殷海光的“逻辑精神”是生长在大陆、成长于高等学府的张建军（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

张建军教授在200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5]第2页）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里他突出了“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如果说张教授的“形式理性”仅指“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所面对的事实世界的科学的逻辑构造，那么沟通理性（交往理性）、心性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又让哪一种逻辑承担呢？如果张教授讲的是狭义的“形式理性”，即由演绎逻辑所揭示的基于演绎结构的推理理性，那么由归纳逻辑所揭示的基于类比的推理，是否是“形式理性”呢？对此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一切形式的推理都要同物质世界的实体直接相关，一切可靠的方法都要在实用层面上生效，这就使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从归纳主义方面来理解科学，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实质就是归纳主义。现在又返过来，张建军若把形式理性定位在“演绎理性”又会对“逻先生”作另一种片面解读。这就回到本文前面所讲殷海光先生的主张。张教授称他是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第一人，他的关于演绎逻辑乃“天下之公器”的论证对张教授影响极大。为什么张对于殷海光先生能包容其唯物辩证法存有的偏见呢？我看关键是张教授坚持的辩证逻辑不再是辩证极性思维的一种，而是他所讲的：“我所主张的当代辩证逻辑研究，是建立在20世纪逻辑大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塑。实际上，并没有辩证哲学背景的哥德尔所证明的不完全性定理，恰恰可视为‘辩证法的代数学’（哥德尔本人晚年也研究了辩证哲学），而霍金正是通过研究哥德尔定理而放弃了物理学的‘终极理论’追求”。（[5]第6页）

但张认为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使演绎科学方法的功能及其固有局限都得到了具有彻底性的澄清。”“由此才获得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乃至新近出现的情境语义学这样的重大理论成就，才使得一系列非经典演绎逻辑的系统建构和广泛应用成为可能”（[5]第6页）。对此，黄展骥的论文《评塔斯基的‘层级论’》通过解悖方案回归自然语言宣判了塔斯基“层级论”的死刑，并使哥德尔的理论也跟着引起我们疑问；而张斌峰教授则正确地指出：以数学方法为特征的现代演绎逻辑是远离人们日常思维中的实际论证的。近二十年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超越和补充，它面向生活世界、交往世界。它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真实的论证。而论证是进行理性探讨深化认识的主要形式，它鉴于形式化方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应用极为有限，才作出了与传统逻辑学研究的形式化大异其趣的取向。

同样辩证逻辑存在着从极性思维的形式向生态群落的新形式发展的趋势，有学者已经指明：黑格尔的真理观实现了由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向辩证法的转向。因此相比形而上学的点式思维模式，黑格尔的这种纵向、线性思维模式是一种巨大的推进，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却因缺少面上的结构，而不能架构与把握世界的整体。（支持的是“显性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运用概念、语言能表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那些不能用语言表术的即“不可言说”的，感性的存在则是最不真实、没有意义的东西。

海德格尔对这种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与传统的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不同，他从存在论出发断言：与我们最接近的东西，不是呈现在面前被知觉的单个东西，而是在我们周围环境中与之交道的、全神贯注和关心的东西，它与“现成的东西”（即单纯直观的东西）构成对立面。它所要追求的就是隐蔽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并把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显现与隐蔽的东西联系、结合为一体，从而达到各种不同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即天地万物成为相通、相融的有机整体。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哲学由纵向向横向思维的转向。[6]我们对中国逻辑的发展走向，沿着由“金岳霖——殷海光——黄展骥——张建军”这条线索来内在的分析，联系中国思维科学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得出，正是由辩证极性思维进展到辩证逻辑的生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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